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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加速溶剂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武汉市 ６ 个远城区（蔡甸、东西湖、汉南、黄陂、江夏、新
洲）农田土壤样品中 １６ 种多环芳烃（ＰＡＨｓ）的含量． 结果表明， 研究区土壤中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总量范围为 １２．８６—
８７６．８２ μｇ·ｋｇ－１， 平均含量为 １２２．６４ μｇ·ｋｇ－１， 土壤中 ＰＡＨｓ 以中高环 ＰＡＨｓ 为主． 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异构体

比值法分析， 研究区土壤中 ＰＡＨｓ 主要为化石燃烧来源（包括汽油燃烧和柴油燃烧）、生物质或煤炭燃烧来源．
采用毒性当量评价方法对研究区土壤 ＰＡＨｓ 进行潜在致癌性分析， 结果表明土壤中 ＰＡＨｓ 潜在致癌性较低．
关键词　 多环芳烃， 农田土壤， 分布， 来源， 风险评价， 武汉市．

多环芳烃（ＰＡＨｓ）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其中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被美国环保署确定为优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土壤

中 ＰＡＨｓ 的污染研究国内已有较多报道， 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上海、福州、香港等地区，而有关武汉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选取了武汉市 ６ 个远城区（蔡甸、东西湖、汉南、黄陂、江夏和新洲）的农业表层土壤，
研究了 ＰＡＨｓ 在远城区农田土壤中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 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异构体比值法探讨其可能的来源， 并对其

生态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价， 以期为武汉市有机污染物的环境治理提供基础性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ＡＳＥ⁃２００ 加速溶剂萃取仪， 美国 Ｄｉｏｎｅｘ 公司；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０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ＰＡＨ 液相色

谱柱（２５０ ｍｍ×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ＴｕｒｂｏＶａｐⅡ氮吹浓缩仪， 美国 Ｃａｌｉｐｅｒ 公司； 硅胶小柱（６ ｍＬ，
５００ ｍｇ）， 美国 Ａｇｅｌａ 公司．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混合标准溶液（０．２ ｇ·Ｌ－１）， 含萘（Ｎａｐ）、苊烯（Ａｎｙ）、苊（Ａｎｅ）、芴（ Ｆｌｅ）、菲
（Ｐｈｅ）、蒽（Ａｎｔ）、荧蒽（Ｆｌａ）、芘（Ｐｙｒ）、苯并（ａ）蒽（Ｂａａ）、 （Ｃｈｒ）、苯并（ｂ）荧蒽（Ｂｂｆ）、苯并（ｋ）荧蒽（Ｂｋｆ）、苯并（ａ）芘
（Ｂａｐ）、二苯并（ａ，ｈ）蒽（Ｄａａ）、苯并（ｇ，ｈ，ｉ）芘（Ｂｇｐ）和茚苯（１，２，３⁃ｃｄ）芘（ Ｉｎｐ），百灵威公司； 乙腈、甲醇、丙酮、正己烷

（色谱纯）， 美国 Ｔｅｄｉａ 公司； 无水硫酸钠（分析纯），使用前 ５００ ℃烘 ５ ｈ； 硅藻土（１００ 目）， 使用前 ５００ ℃烘 ５ ｈ．
１．２　 样品采集与保存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在武汉市 ６ 个远城区（蔡甸、东西湖、汉南、黄陂、江夏、新洲）分别选择 １ ｋｍ×１ ｋｍ 基本农田各 １ 块，以
对角线方式各布设 ５ 个采样点，采集 ０—２０ ｃｍ 表层土壤，用 ５００ ｍＬ 棕色磨口玻璃瓶装盛， 装样时避免土壤接触容器磨

口处． 采集的土壤样品低温保存运回实验室， 去除砾石和动植物残体， 冷冻干燥研磨， ４ ℃保存备用．
１．３　 样品前处理与分析测定

准确称取 ５ ｇ 冻干土壤样品， 与适量硅藻土混匀后转入 ２２ ｍＬ 萃取池． 以 １∶ １ 的丙酮 ／正己烷为萃取溶剂， 在

１５００ ｐｓｉ和 １００ ℃条件下，静态萃取 ５ ｍｉｎ， 对土壤中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进行加速溶剂萃取， 萃取液浓缩后用硅胶柱净化， 以

５ ∶９５的丙酮 ／正己烷为洗脱剂， 洗脱液氮吹后用甲醇定容至 １ ｍＬ， 过 ０．４５ μｍ 有机滤膜后进行 ＨＰＬＣ 分析测定．
分析条件： 流动相 Ａ 为水， Ｂ 为乙腈； 梯度洗脱： ０—４０ ｍｉｎ， ６０％ Ａ＋４０％ Ｂ→１００％ Ｂ； ４０—５０ ｍｉｎ， １００％ Ｂ； ５０—

５５ ｍｉｎ， １００％ Ｂ→６０％ Ａ＋４０％Ｂ； ５５—６０ ｍｉｎ， ６０％ Ａ＋４０％ Ｂ； 流速 １．０ ｍＬ·ｍｉｎ－１； 柱温 ３０ ℃； 检测器： 二极管阵列检

测器（ＤＡＤ）和荧光检测器（ＦＬＤ）； 进样量 １０ μＬ； 检测波长 ＤＡＤ： ２２８ ｎｍ； ＦＬＤ： ０ ｍｉｎ 激发 ２７５ ｎｍ， 发射 ３５０ ｎｍ；
２３．５ ｍｉｎ激发 ２６０ ｎｍ， 发射 ４２０ ｎｍ； ２５．５ ｍｉｎ 激发 ２７０ ｎｍ， 发射 ４４０ ｎｍ； ３０ ｍｉｎ 激发 ２６０ ｎｍ， 发射 ４２０ ｎｍ； ３６ ｍｉｎ 激发

２９０ ｎｍ， 发射 ４３０ ｎｍ； ４５．８ ｍｉｎ 激发 ２５０ ｎｍ， 发射 ５００ ｎｍ．
１．４　 质量保证与控制

采用全程空白、加标回收实验和有证标准物质测定对分析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方法空白中除萘有检出外， 其它均未

检出．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的回收率范围为 ６１％—１１９％， 方法检出限在 ０．１—２ μｇ·ｋｇ－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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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土壤中 ＰＡＨｓ 分布状况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的总含量范围为 １２．８６—８７６．８２ μｇ·ｋｇ－１， 其中蔡甸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
陂区、江夏区和新洲区农田土壤中 １６ 种∑ＰＡＨｓ 的含量分别为 １７． ４—３５５． ５ μｇ·ｋｇ－１、１８． １—１５６． ８ μｇ·ｋｇ－１、１２． ９—
３４．４ μｇ·ｋｇ－１、２３．４—６８３．８ μｇ·ｋｇ－１、５２．５—１１６．１ μｇ·ｋｇ－１和 ５０．８—８７６．８ μｇ·ｋｇ－１ ． 新洲区和黄陂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含

量高于蔡甸区、东西湖区和江夏区， 汉南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含量最低． 研究区土壤样品中 Ｆｌａ、Ｂａａ、Ｃｈｒ、Ｂｂｆ 和 Ｂａｐ 的

检出率均为 １００％， Ａｎｙ 在所有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 其余 １０ 种 ＰＡＨｓ （Ｎａｐ、Ａｎｅ、Ｆｌｅ、Ｐｈｅ、Ａｎｔ、Ｐｙｒ、Ｂｋｆ、Ｄａａ、Ｂｇｐ 和 Ｉｎｐ）
的检出率在 ２０％—９７％之间． 本研究区土壤样品中 １６ 种∑ＰＡＨｓ 的平均含量为 １２２．６４ μｇ·ｋｇ－１， 低于武汉中心城区土壤

（９９０．９ μｇ·ｋｇ－１ ） ［１］ 、北京郊区土壤（１９８０ μｇ·ｋｇ－１ ） ［２］ 和杭州郊区土壤 （６７５． ３ μｇ·ｋｇ－１ ） ［３］ ， 但高于香港郊野土壤

（３４．２ μｇ·ｋｇ－１） ［４］和济南不同功能区土壤（２３ μｇ·ｋｇ－１） ［５］ ．
２．２　 土壤中 ＰＡＨｓ 来源分析

２．２．１　 因子分析法

本文利用 ＰＡＳ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８ 软件对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来源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累积方差贡献率

大于 ８５％的因子，结果显示， ＰＡＨｓ 两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８０．８％和 ８．４％，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８９．２％， 可以用

来代表研究区土壤 ＰＡＨｓ 的主要来源． 其中成分 １ 的方差贡献率为 ８０．８％， 主要以 ４—６ 环 ＰＡＨｓ 为主， 包括 Ｆｌａ、Ｐｙｒ、
Ｂａａ、Ｂｂｆ、Ｂｋｆ、Ｂａｐ、Ｂｇｐ 和 Ｉｎｐ． 研究表明， 以 ４—６ 环 ＰＡＨｓ 为主时指示为化石燃料燃烧源，若燃烧产物以 ５ 环 ＰＡＨｓ 为主

时代表汽油燃烧源， 以 ６ 环 ＰＡＨｓ 为主代表柴油燃烧源［６］ ． 因此， 成分 １ 反映出 ＰＡＨｓ 主要来源于化石燃烧来源， 包括

汽油燃烧和柴油燃烧． 成分 ２ 的方差贡献率为 ８．４％， 以 ２—３ 环 ＰＡＨｓ 为主， 包括 Ｎａｐ、Ａｎｅ、Ａｎｔ、Ｐｈｅ、Ｆｌｅ． 研究表明，
Ｐｈｅ、Ａｎｔ 和 Ｆｌｅ 指示为焦炉燃烧源， Ｎａｐ 主要指示为焦炉燃烧、汽车尾气排放和汽油泄露等［７］ ． 因此， 成分 ２ 代表研究区

土壤 ＰＡＨｓ 来源于焦炉燃烧、汽车尾气排放和汽油泄露．
２．２．２　 异构体比值法

已有研究表明， Ａｎｔ ／ （Ａｎｔ＋Ｐｈｅ）比值小于 ０．１， 表明 ＰＡＨｓ 来源于原油污染， 大于 ０．１ 为燃烧污染； 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ｙｒ）比
值小于 ０．４， 表明 ＰＡＨｓ 来源于原油污染， 大于 ０．５ 指示为生物质燃烧， 处于两者之间表示为汽油燃烧． 当 Ｂａａ ／ （Ｂａａ＋
Ｃｈｒ）比值小于 ０．２ 时， 表明原油污染的 ＰＡＨｓ 源， 在 ０．２—０．３５ 之间， 表明为石油燃烧源， 大于 ０．３５ 时， 为生物质或煤炭

燃烧的 ＰＡＨｓ 源． Ｉｎｐ ／ （Ｉｎｐ＋Ｂｇｐ）的比值小于 ０．２ 表明原油污染的 ＰＡＨｓ 源， 在 ０．２—０．５ 之间， 认为是石油燃烧源， 当大

于 ０．５ 时， 则表明为生物质或煤炭燃烧的 ＰＡＨｓ 来源［７］ ．
本文选择 Ａｎｔ ／ （Ａｎｔ＋Ｐｈｅ）、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ｙｒ）、Ｂａａ ／ （Ｂａａ＋Ｃｈｒ）和 Ｉｎｐ ／ （Ｉｎｐ＋Ｂｇｐ）比值相结合的方法来判断武汉市远城区

农田土壤中的 ＰＡＨｓ 来源， 结果见图 １． 可以看出， ５０％样品中 Ａｎｔ ／ （Ａｎｔ＋Ｐｈｅ）的比值大于 ０．１， 主要分布在燃烧 ＰＡＨｓ
源区； 而另外 ５０％ 位于原油来源区． 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ｙｒ）的比值在 ０．３３—１．００ 之间， 其中 ９０％样品中 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ｙｒ）的比值大

于 ０．５， 主要分布在生物质燃烧区． Ｂａａ ／ （Ｂａａ＋Ｃｈｒ）的比值在 ０．１０—０．８８ 之间，其中 ４０％样品中 Ｂａａ ／ （Ｂａａ＋Ｃｈｒ）的比值大

于 ０．３５， 主要分布在生物质或煤炭燃烧 ＰＡＨｓ 源区域； 仅 １７％ 样品中 Ｂａａ ／ （Ｂａａ＋Ｃｈｒ）的比值小于０．２， 位于原油来源区，
其余 ４３％比值在 ０．２—０．３５ 之间， 位于石油燃烧源区． ９２％样品中 Ｉｎｐ ／ （Ｉｎｐ＋Ｂｇｐ）的比值大于 ０．５， 主要分布在生物质或

煤炭燃烧的 ＰＡＨｓ 来源区， ８％样品中 Ｉｎｐ ／ （Ｉｎｐ＋Ｂｇｐ）的比值小于 ０．２， 位于原油来源区．

图 １　 ＰＡＨｓ 异构体比值源解析图

因子分析法和异构体比值法的结果表明，本研究区土壤 ＰＡＨｓ 主要为化石燃烧来源（包括汽油燃烧和柴油燃烧）、生
物质或煤炭燃烧来源．
２．３　 土壤中 ＰＡＨｓ 风险评价

目前，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１６８—１９９５）中没有规定 ＰＡＨｓ 的浓度限值， 本文应用荷兰土壤修复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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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地标准值， 分别对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进行风险评价， 并应用 ＰＡＨ 的毒性当

量因子（ＴＥＦ）计算单个 ＰＡＨ 的毒性当量浓度（ＴＥＱ）和∑ＴＥＱｓ， 以表征研究区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潜在致癌性，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风险分析

化合物 ＴＥＦ

ＴＥＱ ／ （μｇ·ｋｇ－１） 与荷兰土壤修复标准相比 与加拿大农业土壤限定值相比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荷兰土壤修复
标准限值 ／
（μｇ·ｋｇ－１）

超标率 ／ ％ 最大超
标倍数

加拿大农业
土壤限定值 ／
（μｇ·ｋｇ－１）

超标率 ／ ％ 最大超
标倍数

Ｎａ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１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Ａｎ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 — — — —
Ａｎ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 — — — — —
Ｆｌ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 — — — — —
Ｐｈ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６ ５０ ６．７ １．４ １００ ３．３ ０．２２
Ａｎｔ 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９ ０．０１９ ５０ ０ — — — —
Ｆｌａ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７ １５ ６．７ ８．９ — — —
Ｐｙ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２ — — — １００ ３．３ ０．１５
Ｂａａ ０．１ ０．０１８ ７．８２１ １．０１６ ２０ １０ ２．９ １００ ０ ０
Ｃｈｒ 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１．９９２ ０．１７１ ２０ １３．３ ９ — — —
Ｂｂｆ ０．１ ０．０４０ ８．２５３ １．４８２ — — — １００ ０ ０
Ｂｋｆ ０．１ ０．０００ ４．０１５ ０．５４２ ２５ ３．３ ０．６ １００ ０ ０
Ｂａｐ １ ０．２２１ ６５．４５ ７．８９７ ２５ ６．７ １．６ １００ ０ ０
Ｄａａ １ ０．０００ ８．２６９ ０．７２７ — — — １００ ０ ０
Ｂｇｐ 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０３７ ２０ ３．３ ０．３ — — —
Ｉｎｐ ０．１ ０．０００ ７．７０８ １．１５７ ２５ １６．７ 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ＰＡＨｓ ０．５０３ １０１．５ １３．１０ — — — — — —

可以看出， 与荷兰土壤修复标准相比， 本研究区土壤中除 Ｎａｐ 和 Ａｎｔ 未超标外， 其余 ８ 种 ＰＡＨｓ（Ｐｈｅ、Ｆｌａ、Ｂａａ、Ｃｈｒ、
Ｂｋｆ、Ｂａｐ、Ｂｇｐ 和 Ｉｎｐ）的超标率在 ３．３％—１６．７％之间， 最大超标倍数的范围为 ０．３—８．９ 倍； 与加拿大农业土壤 ＰＡＨｓ 的最

大限定值相比， 本研究区域土壤中仅 Ｐｈｅ 和 Ｐｙｒ 出现超标， 超标率均为 ３．３％， 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０．２２ 倍和 ０．１５ 倍，
其余 ７ 种 ＰＡＨｓ（Ｎａｐ、Ｂａａ、Ｂｂｆ、Ｂｋｆ、Ｂａｐ、Ｄａａ 和 Ｉｎｐ）均未超标．

此外， 单个 ＰＡＨ 的 ＴＥＱ 平均值在 ０—７．８９７ μｇ·ｋｇ－１之间， ∑ＴＥＱｓ 的平均值为 １３．１０ μｇ·ｋｇ－１ ． 各 ＰＡＨ 的 ＴＥＱ 对

∑ＴＥＱｓ的贡献大小依次为： Ｂａｐ （６０．３％） ＞ Ｂｂｆ（１１．３％） ＞ ＩｎＰ（８．３％） ＞ Ｂａａ （７．８％） ＞ Ｄａａ（５．６％） ＞ Ｂｋｆ （４．１％）． 与其

它研究比较，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ＴＥＱｓ 低于上海市农村及郊区土壤（８７．８ μｇ·ｋｇ－１） ［７］ 、印度半干旱区土

壤（６５０ μｇ·ｋｇ－１） ［８］和西班牙嗒哈贡城土壤（１２４ μｇ·ｋｇ－１） ［９］ ． 总体上，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潜在致癌性较低．

３　 结论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的总含量范围为 １２．８６—８７６．８２ μｇ·ｋｇ－１， 平均含量为 １２２．６４ μｇ·ｋｇ－１ ． 各点位

土壤中 ＰＡＨｓ 以中高环数（４—６ 环）ＰＡＨｓ 为主． 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异构体比值法分析，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主要来源于化石燃烧来源（包括汽油燃烧和柴油燃烧）、生物质或煤炭燃烧． 与荷兰的土壤修复标准比较， 武汉市远城区

农田土壤 ＰＡＨｓ 的超标率在 ３．３％—１６．７％之间， 其中 Ｆｌａ 最大超标倍数为 ８．９ 倍． 与加拿大农业土壤 ＰＡＨｓ 的最大限定

值相比，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仅 Ｐｈｅ 和 Ｐｙｒ 出现超标， 超标率均为 ３．３％， 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０．２２ 倍和 ０．１５ 倍．
相比其它地区， 武汉市远城区农田土壤中 ＰＡＨｓ 潜在致癌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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